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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48版）刘子健先生认为它是居
于王安石新政的核心地位，是相当有见地。
事实上，它后来确实不得不恢复，即使在清
算王安石最烈的南宋，免役法照旧施行，并
且还成为了以后中国所有王朝的基本制度
之一。如果说操作层面的技术问题尚存在
见仁见智的妥协机会的话，宏观理念层次的
分歧则是横亘于变法派与保守派之间不可
调和的障碍。

我认为，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双方——特
别是旧党——宁肯争到鱼死网破、两败俱
伤，也绝不肯退让半步的根源。

对于解决当时迫在眉睫的国家财政亏
空问题，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与以司马光
为首的保守派在目标上其实并无分歧。只
是对于如何实现目标的正确手段，双方南辕
北辙。

王安石采取的是扩张性的思维，他有句
著名的话——“以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
以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用今天的话来
说，就是应当通过发展生产、刺激消费、扩大
经济规模来促进增长，也就是时下人们常说
的“做大蛋糕”。

他认为这样一来，不仅老百姓能够从中
不断的增长和繁荣中获益，政府也能够获得
更多财政来源。“财费则利兴，利兴则虽费何
害？”

他的另一句更为有名的话是这么说的：
“善理财者不加赋而国用足”，就极为准确地
体现了他的这种思维。

司马光和他的同党则近乎无意识地默
认了儒家政治哲学基于“仁政爱民”原则的
一种传统假设：天下的财富有一个基本恒定
的量，政府越节俭，攫取得越少，民众留存的
就越多，老百姓的日子就越好过。

针对王安石认为国家财力窘困的根源
是缺乏善于理财的人的观点，司马光针锋相
对地指出：“善理财者，不过头会箕敛，以尽
民财，民皆为盗，非国之福。”

因此，无论是司马光还是苏辙，亦或是
王安石青年时代的挚友曾巩，无不认为当时
的要务是大幅度削减各种不合理的开支。

司马光说，“国用不足在于用度太奢”；
曾巩说，“理财之要在于节用”；苏辙还在制
置三司条例司任职时就上书神宗指出，“丰
财”之道并非“求财而益之”，而是废除那些

“害财”的“冗吏、冗兵、冗费”……他们说的
其实都是同一个意思。

简言之，经济增长、政府与人民间的分
配关系，王安石取的是一种正和博弈的动态
思维，而司马光取得则是一种零和博弈的静
态思维。而前者已是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常
识。因为这个缘故，大多数现代人认为王安
石远比司马光更懂经济，更加高瞻远瞩。

然而我恐怕不得不遗憾地指出，如果人
们持有这种观点，恰恰说明他们对经济学是
一知半解的，至少没有认真学好经济史。大
量的研究表明，人类经济实践中单位劳动生
产率的快速提升是工业革命以后才出现的。

在之前漫长的几千年农业文明时代，虽
不能说经济没有增长，经济规模没有扩大，

但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是极为缓慢的，往往一
个世纪里仅有个位数百分点的增长。这就
意味着，那个时候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生产
要素投入的增加。

打个比方，以前一个人种 20亩地，一年
产出 1万斤粮食；现在两个人种 40亩地，一
年产出 2万斤粮食。在这样的情况下，无论
生产扩大了多少，社会财富总量增加了多
少，政府与百姓之间的分配关系就是恒定
的：政府多拿走 1斤，老百姓就会少留存 1
斤。

更有甚者，随着易于开垦的肥沃土地的
日益稀缺，这种简单的生产要素扩张还必然
出现边际效益递减。也就是说，新开垦出来
的 20亩土地，同样一个人去耕种，一年也许
只能产出8千斤粮食……

这就是为什么 2000年里中国人民勤劳
而不富裕的主要原因之一。随着人口的显
著增长，清朝中期中国的人均收入和生活水
平有可能反而比一千年前唐宋时期更低，而
不是更高！

如果你真的认真研究过人类经济史，你
也许就会明白，很大可能恰恰是司马光而非
王安石的观点更加符合他们那个时代的客
观现实。

事实也是如此，王安石变法的确收到了
立竿见影的效果，国家财政迅速充实。实施
一年后，青苗法、市易法和免役法各得到了
300万贯、150万贯和800万贯收入。三项叠
加，政府收入较前一年增长了20%。

相信这也是宋神宗为什么力排众议，如
此信赖王安石的原因。新法一共持续了 16
年，终神宗一朝始终没有动摇过。

然而，几乎所有的历史记载和后来的研
究都证明，老百姓的负担也大加重了。与此
同时，新法还进一步扩大了全社会的贫富差
距。

不过，以今天的经济理论和政治理论来
看，新法的最大弊端还在于政府对微观经济
事务的全面和深入的参与。沿着王安石的
路径，很难不导致一个持续扩张的庞大而专
断的政府。

王安石自己无疑是一个道德品格无可
指摘的清官，但他身后那些牢牢举着新政大
旗的权相们，最典型的如蔡京和秦桧，无不
是欺上瞒下、贪赃枉法、鱼肉百姓的奸臣。

他们都信奉王安石的理论，除了一些个
人机遇上的偶然因素（例如，蔡京之弟蔡卞
是王安石的女婿）外，是不是也包含了一些
必然性呢？只有政府权力不断膨胀，政府更
多地直接介入市场，贪腐寻租的空间才会更
大。

近人梁启超在他的《王安石传》中，几乎
把这位北宋宰相捧上了天，但任公毕竟卓识
而不凡，他敏锐地意识到王安石的新法是一
种“干涉政治”，并不无道理地指出，这种“干
涉政治”在立宪法治国家易行，而在专制国
家难行。

梁启超还很有洞见地将王安石的政治
思想比附为他自己的时代正在欧洲大行其
道的时髦的社会主义。“荆公欲举财权悉集

于国家，然后由国家酌盈济虚，以均诸全国
之民，使各有所藉以从事于生产。”

虽然他对王安石推崇备至，但对他的新
法却明显缺乏信心：“然则公之法其果为良
乎？为不良乎？吾卒无以名之也。”

四
在对王安石的变法作出了基本上倾向

于负面的评价之后，我特别想要在本文结束
时澄清一个在我看来十分重要的问题：事实
上，千年以来，大多数对王安石的言辞凿凿
的褒贬都建立在误解或一知半解的基础上。

这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所以，我们
必须要对这场变法的实施程度和真实成效
有一个比较准确的评估。

笼统地说，尽管新法持续了 16年之久，
但它的大部分并没有得到有效实施。或者
至少可以这么说，没有像王安石本人理想中
的那样得到实施。

这一方面是因为它遭遇了激烈的批评
和抵抗，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新法的主要
内容大多聚焦于经济，但它却几乎完全依赖
政府去落实。只要稍懂一点现代经济学的
人，这是一对不可调和的矛盾，注定了新法
几乎必然失败的命运。

具体来看，如果比较公允地说：
免役法是新法中最利大于弊，也是实施

得最好、并对后世造成最大影响的一条，即
使最顽固的反对者也欲罢而不得；

争议汹汹的青苗法则远未达到王安石
预期的效果。但有人颇有理据地指出，作为
王安石最重量级的批评者，南宋理学大师朱
熹曾经在自己任职的地方上热心推行的“社
仓”（亦称“义仓”）制度，不过是拾了青苗法
的一些牙慧而已。

虽然朱熹自己竭力辩称，社仓的利息比
青苗低，而且采用的不是货币而是谷物实
物，但前者只是技术细节，王安石也很容易
做到，后者恰恰证明，王安石的方法比朱熹
的方法包含了更多现代商业经济的先进理
念。

保甲法所引起的争议也极大，但终神宗
一朝倒是一直在执行。不过，保甲法在实施
过程中的实际功能与设计时的初衷相比，发
生了很大的变化。保甲法的最初意图是为
了依靠民间自治来维持地方治安秩序，而一
旦组织起来，保甲法也促进了户籍调查和税
务征收。

近现代以后，有人将它解释为现代民族
国家义务征兵制度的前身，这是不准确的。
当然，诚如这些学者所言，保甲作为民兵或
预备部队的功能是存在的，但这在当时从未
成为其主要功能。

方田均税法在王安石自己执政时就推
行得相当有限，后来则基本上是徒有其名
了。

其他如学校、科举等制度的改革，都没
有收到任何效果，不久就又恢复到了变法
前。

从变法的直接经济后果来看，首先是平
均税负水平大大提高，政府财政收入有明显
改善。

此外，由于新法大量采用货币手段代替
实物经济，全社会对货币的需求量显著提高
了。这产生了一个鲜明的对比：新法在商品
市场和货币经济更为发达的南方地区运转
得相对良好，而在传统农业经济一统天下的
北方则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总体上说，王安石本人以及他的支持者
也大多来自南方，而旧党中人则基本都是北
方大族出身。这向我们揭示了审视和研究
这场变法的另一个独特视角。

定量的经济史研究还表明，新法推行期
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通货紧缩。王安石本
人的诗作中也反映出这一点，当然他是将物
价低廉作为一种功劳来自我夸耀的。

理论上看，对货币需求的增长会提高货
币的流通速度，从而造成通货膨胀的压力。
一种比较有力的解释是，新法推行期间总体
上适逢风调雨顺，连年丰收，因此商品供应
充足。这抵消了潜在的通货膨胀趋势。不
过这也意味着，无论是农民还是商人都受到
了一定程度的损失。

面对当时严峻的财政形势以及社会经
济出现的许多崭新变化，王安石在政策和制
度上试图作出积极大胆的回应。公允地说，
他看到也想到了很多极具现代意味的东西，
但他没有发展出具有切实可操作性的政治
经济理论。

这或许是因为他的思想归根结底依然
根植于传统儒家的框架内，与他的一些激烈
者反对者的批评正好相反。

但不管怎么说，他所作出的努力终究是
值得尊敬和认真对待的。与此相反，旧党的
批评意见或许大部分都是中肯的，但他们没
有能够拿出什么更好的替代性方案。而我
们现在都应该很明白，如果不折不扣地按照
司马光的方法，是无法应对当时的现实需要
的。

在中国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很少有人像
王安石那样重要，那样富有争议。可以说，
他所发动的这场变法是自所谓“秦制”确立
以后直到辛亥革命 2000多年里最重要的、
甚至是唯一有影响的全方位、彻底性的制度
改革尝试。

而这一改革方案中所蕴涵的惊人的现
代性，也足以让王安石这个名字永垂史册。

历史的演进总是一波三折的，王安石新
政的许多现代性方案在他的时代或许注定
会失败。但如果新法能够持续下去，到了另
一个更为有利的时机，例如主要动力和实施
者换成了民间的商业主体，也许就会让现代
经济破茧而出。欧洲历史向我们展示了这
种可能性。然而中国的事实并不如此。

如果同将近 450年以后的欧洲宗教改
革作一类比的话，我们会发现，王安石的变
法与宗教改革一样，其长期历史后果都不是
事件发动者所希望的，也是他们始料未及
的。

可惜中欧历史后来的演进正好呈现相
反方向，变法受挫以后，中国的精神文化与
现实政治越来越转向内向和静态。这颇令
今人为之一叹。

天价酬劳：网红的钱，应该怎么花？

九十年代，很多人借着发展的春风，快
速积累起大量财富，随之而来的是各种社会
问题，与之匹配的则是关于“财富观”的讨
论。有一篇文章写得蛮中肯，令人印象深
刻：财富如水，如果只有一杯水，大可以自顾
自地饮用；如果拥有一桶水，那么就要学会
和家人、团队分享之，这种状况多集中于一
些作坊式创业者；但如果拥有一江春水，就
需要造福社会，总想着占为己有，财富就会
变成灾祸。显然，这些真知灼见犹如天上的
星星，有种永恒的光辉，三十年之后，同样适
用。日前，头号社会事件无疑就是网红薇娅
被罚款13.41亿，一纸重磅消息，各路专家纷
纷解构之：商业、金融、互联网、资本控制都
成为薇娅的分泌物，而普通人则调侃着如何
能赚到13.41亿元，答案是：依照现在的平均
月薪，要从山顶洞时期，工作到2030年，才有
望达成小目标。

薇娅税金事件，释放很多信号，在全社
会范围内引起广泛讨论。全国各地的头部
主播都开始自查自纠，争取得到宽大处理，
可更多地普通人依旧疑惑：网红如何能赚到

这么多钱，他们又替社会创造出怎样的价
值，才能配得上如此天文数字的收入呢？更
High level讨论则是：全社会的财富，应该流
向哪里？

天价酬劳，网红们应如何纳税？
前不久，国家税金总局杭州市税金稽查

局依法对网络主播薇娅追缴税款，加收滞纳
金并处罚款，总计 13.41亿元。而早在一个
月前，网络主播雪梨、林珊珊因税金问题，分
别被罚款6555.3万元和2767.2万元，一个个
都是天文数字，而且经财税、法律界专家裁
定，有关部门作出的处罚决定公平公正。加
之，网红们在接到罚单之后，均立即表示：会
马上筹措资金补交税款。这些事项足以证
明，网红的天价酬劳确定真实存在。同时，
有关部门呼吁：网络红人要自觉依法纳税，
承担与其收入和地位相匹配的社会责任。

主播们一人的补交税款、罚款金额从数
百万攀升到十数亿，不禁让公众哗然：薇娅
们的天价酬劳，应该如何正规缴纳税款，而
她们创造的社会价值，又如何评定，能否与
其收入相匹配呢？这些疑惑估计会让薇娅
再热一阵子。

其实，电商直播被捧热成为风口，也就
两三年的光景：2017年，电商直播的规模不
超过 190亿元，而后一路飙升、野蛮生长，市
场规模随之扩大到 9610亿元，可以说，李佳
琦、薇娅们功不可没，或者说是背后的资本
功不可没。网红利用直播平台，把流量的效
率运营到头部，大幅降低获得客户的成本，

提高其转化率。在如此大规模的风口之下，
头部主播的提成和坑位费，非常容易催生出
天价酬劳，但他们短期暴富，需要按照 45%
的比例缴纳税款。显然，天价酬劳和高额税
率，都会让网红们亮瞎双眼，在得到一些“业
内人士”指点后，他们开始疯狂地开设公
司。据不完全统计，在李佳琦名下有16家公
司，薇娅也有12家之多，这些公司琳琅满目、
包罗万象，目的是帮助网红避开高收入下的
个人所得税，但是税网恢恢疏而不漏，欠国
家的税，迟早要补齐。

善待资本，网红的钱应该怎么花？
税金部门明察秋毫且相对宽容，允许网

红和明星们事后补交税款，但更具灵魂性的
拷问则是：网红的财富和与其承担的社会责
任相匹配吗？不可否认，电商直播的价值在
于通过新型的商业模式，把生产者和消费者
紧密连接在一起，使得商业交易效率大幅度
提升，交易成本也因此降低。薇娅们的核心
作用在于“优化交易流程”，更确切地说，网
红直播只是一种渠道，科技属性并不高：平
台提供技术、商家提供货源，网红成为中间
商，肆无忌惮地汲取超大规模市场中的人口
红利。况且，在资本的加持下，头部主播“欺
负”商家的情况日益严重，从中牟取更多利
益的机会也变得更大，更加地凶猛。

事实上，薇娅、李佳琦只是中国资本走
向的一个缩影，折射出中国企业和欧美发展
的不同路径。比如阿里、京东、字节跳动等
企业，虽然在世界范围内声名显赫，但他们

只是在“流通环节”中下功夫，外强中干；而
美国企业如苹果、Google和甲骨文，更擅长
在科技、算法、设计等底层下功夫，堡垒坚
实。

或许是有关部门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
重性，也可能是中国企业已经进入“依靠科
技和实体”的阶段，方有大量的严格监管出
现。自 2021年开始，管理者可谓出手频繁、
稳准狠，正引导中国资本走向正途。除了薇
娅、雪梨等主播需要缴纳税款之外，对娱乐
明星也有类似的操作，比如要求范冰冰补税
8亿元，而且发布“娱乐明星限薪令”；更深刻
的事件则是冷酷的“双减政策”，把中国教育
从资本的裹挟之中解救出来。尴尬的是，俞
敏洪虽无力拯救新东方，但扭头就带着老师
们直播带货，且乐在其中；此外，恒大地产、
蚂蚁金服、元宇宙等非实体产业，也陆续进
入严格的管控时代。基于这些事件，我们有
理由相信：未来中国资本大概率会流向如下
几个实体领域：

首先是制造业，需要资本协助其完成智
能制造体系升级，减缓人口红利消失的压
力，并利用资本搭建起新型的职业培训体
系；其次是高新行业，包括芯片、材料、电池
能源等等，还有就是抗疫所需要的资本等
等。总之，让钱流向正确的方向，不仅对于
社会和普通人有好处，也对网红薇娅们有好
处：拥有巨额的财富，好似拥有一江春水，需
要驾驭财富的心态和造福社会的手段。

（科技新发现 康斯坦丁/文）


